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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丁世鑫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社会学批评下的“二分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于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８０年代的研究取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化标准也有着明显的弊端.８０年代中后期,国

外各种新的文学批评纷纷涌入国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社会学批评下的“二分法”策

略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给８０年代的中国带来了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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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

简称“陀氏”)研究开始复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
陀氏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几乎一度在中国消失

了———这也是当时很多外国作家的命运.８０年代

开始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这近二十来年的学术空白之

上,重新回归到５０年代已有的研究路径和基本观

点,并开启了新的历程.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陀氏研究概况

据笔者粗略的统计,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

关于陀氏研究的论文将近８０篇,专著３部,其他散

见于诸如作家传记集、«外国文学手册»、«外国文学

教学参考资料»的文章和陀氏作品“译者前言”之类

的评介性文字加起来近５０篇,这些数据在对俄苏一

流作家的引介中名列前茅.与之前的“冷遇”相比,

８０年代这十年是国内 ２０ 世纪陀氏研究的一个

高潮.

１９８１年陀氏逝世一百周年是陀氏研究发展第

一个契机.在该年,«苏联文学»[１]推出了“纪念陀思

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专栏,«俄苏文学»[２]等报

刊也着重地进行了介绍并刊登了陀氏的作品和一些

评介性的文章.１９８２年,«世界文学»第４期设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辑”,刊登了陀氏的«地下室手

记»[３]和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

论界对它的阐述»[４](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

题»[５]第１章).值得注意的是,«地下室手记»这部

曾被严厉批判的作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

题»这部巨著被引介到国内,这不免暗含着对学术研

究进行引导的意味.
此后一直到１９８５年的几年期间,出现了数篇今

天看来虽仍受政治分析方法束缚、但运用社会学批

评比较充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提高的论文.
它们不再仅仅是社会背景和作家生活创作的简介,
也不再空泛地给予陀氏以政治定性,而是较为详细

地联系他所处的时代、社会、个人经历、心理、病理、
思想及其艺术效果等展开分析评价.也就是说,它
们的关注点不再首先是作家作品的阶级性和政治

性,而是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其中比较有

代表性的有樊锦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

的时间和空间»[６]、刘翘的«评＜二重人格＞»[７]、冯
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初探»[８]、刘虎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意识分裂性»[９]



和«通过农民的劳动找到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社会政治纲领»[１０]、彭克巽的«漫谈陀思妥耶夫斯

基与世界文学»[１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道路的开

端»[１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动荡的二十世

纪»[１３]等.

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３日—３月１日是中国陀氏研究

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首

次陀氏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的有来自全国

各地五十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学者

１２０余人.与会者围绕着陀氏的世界观和艺术观、
创作的艺术特征和世界影响、作品研究等专题进行

了交流,热烈讨论了关于陀氏创作的艺术特征、巴赫

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以及如何对待高尔基和革命民主

派对陀氏的评价等问题.会议共收到论文和研究资

料６７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a)陀氏世界观、艺术观评析;b)陀氏创作的艺术特征

剖析;c)陀氏的创作与现代派的比较分析;d)陀氏作

品与语言的研究;e)陀氏研究情况及资料的介绍.
这次大会是推动８０年代陀氏研究发展的第二个契

机,所收到的论文之后大多发表在各家学术期刊上,
也形成了８０年代中后期陀氏研究的总体图景.

１９８６年之后,有关陀氏研究中的社会学批评仍

然是主流,同时心理学、文化诗学、西方现代美学等

批评也呈蓬勃向上之势,而且逐渐成为陀氏研究中

与社会学批评相竞争的思维模式,大有与社会学批

评分庭抗礼之势.此时的学术研究可说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呈现出多元综合的趋势.

对陀氏本人和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性格特征分

析一向都是国内陀氏研究关注的话题.与以往的研

究相比,这一时期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出现了

运用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来探析所论问题

的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李火森的«陀思妥

耶夫斯基笔下的病态心理刻画»[１４]、陶治国的«“残
酷的天才”创作个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表

现»[１５]、程正民的 «陀思妥耶 夫 斯 基 创 作 心 理 三

题»[１６]、吴兴勇的«癫痫病造就的天才»[１７]等.总的

来说,这类研究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以往结论的窠臼,
会先天性地将结论往陀氏矛盾的世界观上靠拢,即
“他一方面憎恨暴力的、残酷的和庸俗的世界,追求

人道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宣扬宗教,鼓吹向恶的

势力屈服.这种世界观的矛盾决定了作家创作的深

刻矛盾”[１６].
文化诗学方面对陀氏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作家的

主观理念和作品的主旨等角度,来论述陀氏的宗教

意识.与以往有关陀氏的宗教观评介不同的是,此
时评论者有着较为明显的文本意识,不再固执于那

种机械的反映论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虎

的«用温和的爱去征服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宗教伦理学»[１８]、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
宗教观———谈＜罪与罚＞的思想论争性»[１９]、李凡

的«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宗教观»[２０]、何
云波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 ＜ 圣 经 ＞ 原

型»[２１]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２２]等.尤

其是何云波的研究视野开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救
赎论、苦难净化说等角度出发考察陀氏宗教意识,运
用原型批评学说进行作家文本分析,辨析细致深入,
视角准确独到,是此类研究的可贵尝试,从某种意义

上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更加深入的研究远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最后几年,

陀氏的«群魔»[２３]开始有学者涉足.在陀氏被冷落、
被忽视乃至被批判的系列作品中,«群魔»[２３]可以说

是首当其冲,长期以来它都是研究的禁区.这部作

品直到１９８２年才在大陆有了第一个中译本,并且还

是删节本.１９８６年的陀氏学术研讨会上出现了两

篇有关«群魔»的评价文章,尽管这两篇文章对它仍

然延续了以往的否定态度,但它们的出现还是引起

了人们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陆人豪在«外国文学

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２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苏联近年来

关于＜群魔＞的论争»[２４]的文章,将苏联出现的为

其翻案的现象以及对其重新的评价引介到国内,从
客观意义上起到了一种激浊扬清的作用.此外,

１９８７年赵秀敏发表在«抚顺师专学报»上的«迷失路

途的人»[２５]一文,一反历来对«群魔»的定论,即高尔

基所称的“含血喷人之作”[２６]、“在光辉的俄罗斯文

学背景上出现的幸灾乐祸地宣扬人憎恨人的黑暗垃

圾”[２６],将其正面评价为对人类思想和精神的世界

性悲剧的揭示,具有对于２０世纪的预言性特征,这
样的结论和评价态度在国内陀氏研究史上有着划时

代的意义.

二、“二分法”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

　　纵观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的陀氏研究有

一条脉络若隐若现,犹如一棵大树的树干,并由此衍

生出若干个具体问题,构成了繁茂的枝叶,在不同的

时间阶段成为“热点”,吸引着不同的研究者关注、探
讨,甚至展开争论.这个“树干”这就是关于陀氏及

其文学的定位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来评价陀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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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文学? 这种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他在文学史上

的地位又将如何被定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排斥

之后,中国的陀氏研究开始进入起步阶段,陀氏文学

的“定位问题”便是中国学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尤

其之前国内一直延续着从苏联搬用过来的对陀氏的

贬抑性评价,这种评价到了７０年代甚至形成了一种

对陀氏文学极端化的粗暴处理方式,即简单地认为

陀氏文学:作家是反动的,作品是黑暗的.这种评价

和定位唯一的标准就是作家思想的阶级属性———它

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为他们来服务

的.这便是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左翼文学开始形

成、５０年代成为主流、６０—７０年代达到顶峰、直到

８０年代仍然不绝于耳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评判

标准.
总的来说,这种研究的思路就是:对陀氏采取阶

级论的立场和“二分法”方式,将其归入“现实主义作

家”的行列,对作品中那些揭露沙皇的黑暗统治、对
小人物的同情以及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给予肯定与

赞扬,而对于作家的世界观———主要是宗教观———
则进行了否定和批评,尤其是作品中那些与车尔尼

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论辩的内容则直接定性

为“反动”.由此也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内陀氏作品研

究的“冷热不均”,那些社会批判性较强的作品是研

究的热点,比如«穷人»、«死屋手记»等;那些有明显

宗教教诲意味的作品,比如«白痴»、«卡拉马佐夫兄

弟»则处于研究的弱势;而«群魔»这样的作品,尽管

１９８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的首个中译本,
但对于它的研究极少,提到时也几乎也是一语而过,
代表性的评价是“«恶魔»是一部针对当时的革命运

动的狂暴的诽谤书”[２７]之类的话语.从中不难看

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陀

氏研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延续“政治标准第一”的批

评态度,虽然不像６０—７０年代时对其“一棒子打

死”,但这种对作家一分为二的机械化处理必然导致

理解的片面化和僵硬化,必然会走入误区乃至死胡

同.从骨子里,这种偏重社会现实认知和阶级立场

判断的整体形态仍然流淌着过去庸俗社会学的

血液.

１９８１年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学术论战,论战的主

题是关于“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论战的双方都

曾拿陀氏的作品来举例,一方称其为“直接为反动统

治集团服务的作品”[２８],另一方认为这样的作品“把
暴露阴暗面变成阴暗面的展览,使人感到悲观失望,

不可救药,令人窒息,难道就不可以像高尔基那样理

直气壮地反对吗”[２９].可以看出,在８０年代初期,
尽管关于陀氏的引介已经有了较大的松动,但这样

的观点仍然是很多学者的共识.甚至在陀氏那些

“为人生”的带有明显俄国自然派思想与艺术特征的

作品都得到认可和肯定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这样

的声音: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者形象是

按照其反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塑造的,作者受

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小人物’大多是逆

来顺受、忍让、驯服、毫无反抗意志的劝阻别人起来

抗争的可怜可厌人物.从这点上说,他已倒退到不

如果戈理的地步.”[３０]

由于这种极左倾向的思维意识和价值判断在当

时还是有着比较强大的势力,因此当时所出现的对

陀氏思想与作品的“二分法”便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客观上为以后的陀氏研究和陀氏宣传奠定了理论上

的基础.这种“二分法”虽然仍然采用政治批判的标

准,偏重于社会现实的功利化认知,但不再将陀氏

“一棍子打死”.首先承认他是伟大的文学家,然后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肯定他对穷人的同情、对沙皇黑

暗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批判他

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代表的民主

革命思想和宣扬忍从的宗教哲学.这样便带来一个

问题,就是如何在逻辑上解决作家的先进性和落后

性(或者说局限性)甚至是反动性之间的割裂性.通

常的做法就是将其归因于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这
也是我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常会看到的一种表述

话语.这种“矛盾性”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艺术上

的.通常的解释方式就是将其西伯利亚十年的流放

生活作为其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例如:
“四年的苦役和五年的流放生涯,使陀思妥耶夫

斯基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念渐渐破灭,他不

再相信沙皇专制制度有推翻的可能,并鼓吹受压迫

的人民群众应该忍辱含垢、逆来顺受,到宗教教义中

去寻求解脱.”[３１]

艺术上的矛盾性是由思想上的矛盾性而来的,
比如有学者这样分析其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是矛盾的、复杂的.
由于世界观的影响,又使他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也处

于分裂的状态.他的人物始终是站在反抗与温顺的

摇摆不定的地盘中,始终是处于善与恶的斗争中.
他的创作特点,就是反抗与温顺之间的矛盾.”[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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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价值基点和逻辑判断存在于整个８０
年代尤其是８０年代初期,陀氏的思想与艺术上的矛

盾性成为一个研究的焦点,并由此衍生出来诸如陀

氏的“小人物”主题、“二重人格”问题、“拷问灵魂”
说、“罪与罚”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形象等小热点话

题,也出现了很多相关的评论性文章.
同时由于这种“二分法”使陀氏的文学地位较以

前有了很大的提升,陀氏与其他中外大作家尤其是

鲁迅的比较也顺势成为研究的热点———当然,陀氏

与鲁迅的比较也是有着充足的学术合理性的.不过

遗憾的是,由于受到这种“二分法”明显弊端———即

以政治尺度为主———的制约,此类研究尽管数量斐

然,但总体上成就不高.当时有学者对影响颇大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３３]一书就有过这样的批

评:“作者的研究参照系,主要的只有一个:政治.这

势必导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估价偏低.若变

换角度,也许两人的地位关系会发生变化.”[３４]

三、复调理论对“二分法”的冲击

“二分法”占据中国８０年代陀氏研究舞台中心

地位的局面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被引介进来之后有

了极大的改变.最早对复调理论进行引介工作的是

学者夏仲翼,他在１９８１年发表于«俄苏文学»的«窥
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散论»一文

中,不仅对复调理论做了简略的介绍,而且将其运用

到对陀氏作品心理艺术的分析上,这在当时社会学

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下,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同时又

令感叹其学术勇气.不过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引起

多少人注意,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他发表在１９８２年

«世界文学»第４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

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在此文中,夏指出:
“这部作品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方法是

把‘地下人’的全部议论连同有关的故事情节单纯理

解为作者本人思想的独白,因此主人公的思想或作

品的主题就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的写照,是作者在

切实地提倡这些思想.另一种方法就是借用巴赫金

的复调理论,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

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声音表

现出来.”[３５]

对于«地下室手记»这部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

“反革命”倾向的作品,这样的声音可以说是有些冒

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作者行文中也处处透着小心,结
论时也能看出这种谨慎:

“巴赫金的这个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引起很

多争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对研

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即使对一般的文学研究,特
别 是 长 篇 小 说 的 研 究 也 是 一 个 饶 有 趣 味 的 题

目.”[３５]

或许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这篇论文以及

提出来的问题竟然成为此后国内陀氏研究复调方向

的指向标.很快关于陀氏作品的复调问题就成为了

一个研究热点,很多学者将复调理论运用到陀氏具

体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对巴赫金的整体艺术思想及

其哲学观理解和把握并不很到位,也由于巴赫金作

品的译介滞后于对它的应用实践,更是受以前社会

学传统思维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不少,但整体水平并

不很高.尽管如此,复调理论在陀氏研究上的广泛

引用对当时一统天下的“二分法”范式和思维产生了

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如果运用这种不同于别林斯基、高尔基、叶

尔米洛夫等人的理论,那么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的

思想是否就代表着陀氏本人的思想? 这个问题也是

当时夏仲翼译介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

题»时提出来的问题便现实地、无法回避地摆在中国

学界面前,这不仅涉及到对陀氏思想与艺术的评价

问题,而且也将颠覆之前已有的很多判断,同时又为

以后的陀氏研究带来诸多新的热点问题.
对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８０年代的中国学界总

体上持一种欢迎的姿态,当然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
其中最大的焦点就是“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问题,
进而又有作者立场存在与否、主人公的独立对作者

立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问题.甚至在１９８９年

时还出现了著名的钱中文、宋大图、黄梅等人的学术

争论.①

撇开文艺学界的争论不论,落实到陀氏研究上,
巴赫金复调理论初始同样带来了一场地震式的冲

击,但它很快就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他们

的理论武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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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８７年,钱中文在«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复调

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一文和宋大图的«巴赫

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黄梅在１９８９年«外国

文学评论»第１期上发表了«也谈巴赫金»,随后钱中文在该年«外国

文学评论»第４期上发表了对黄梅的反驳文章«误解要避免,“误差”
却是必要的».他们争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争论的焦点是“作者与主

人公的关系”问题.今天来看,他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原则性的分

歧,实际上都对巴赫金的“主人公的独立性”提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质

疑,不过钱中文的态度相对温和一些,宋大图、黄梅的态度相对强硬

一些.



也因此成为陀氏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至今不衰.
从这个问题延伸出去,还出现了此后数个相关的热

点研究课题:
第一,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从别、车、杜(别林斯

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到高尔基、卢那

察尔斯基、叶尔米洛夫等现实主义文论家对陀氏文

学的判断?
第二,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如«二重人格»、«地

下室手记»、«群魔»这样的“反动作品”和“二重人

格”、“卡拉玛佐夫兄弟性格”等艺术典型?
第三,如何重新认识和定位陀氏作品的艺术特

征和文学地位? 它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历史链条

上的位置也即是与二者的关系如何定义?
第四,如何重新评价他的宗教思想以及对宗教

的立场?
以上这四个问题在当时只是朦胧地闪现于中国

学者视域的地平线上,但是到了９０年代尤其是进入

到２０世纪之后,它们就成为中国陀氏研究领域极受

关注的问题了.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于２００３年出

版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３６]

一书比较好地给予了这四个问题———尤其是最后一

个问题———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不过这并不属

于本文所论述的范畴.

四、结　语

由于对巴赫金复调理论一直存在着争论,“作者

与主人公关系”问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始终也没有

得到解决.中国的研究者大多还是对于巴赫金所言

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表示怀疑,只是表现的程度

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具体到陀氏文学的相关问题

上,很多人虽然高举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但实际上却

倾向于卢那察尔斯基对陀氏的“人格分裂”判断.这

属于一种中间派的姿态,既不同于“主人公的意识等

同于作家的意识”,又不同于“主人公的意识不等同

于作家的意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巴赫金的

“对话”、“复调”、“平等”、“狂欢化”等文学和思想意

识的影响,同时从很多渠道传来的苏联本土和西方

对陀氏的新的评价认识,那种对陀氏文学“贴标签”
的处理方式和诸如“反动作家”、“小资产阶级代言

人”等的话语标签,甚至包括那种将其一笔带入“作
家的矛盾性”模式化的思维定式也逐渐地失去了市

场,这就为９０年代的更为多元化的陀氏研究做好了

准备.
不难看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二分法”为主的

陀氏研究范式有着自身难以解决的种种问题,但在

当时国内陀氏研究中断数十年的前提下,它使８０年

代的陀氏研究与之前的研究达成了一种续承关系,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和陀氏在

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都起到了航向标的作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之后,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强

大的冲击下,这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受到了严重

的挑战,甚至几乎被彻底否定掉了.然而如果还原

其８０年代的文化和时代的发生语境,则不难判断,
它身上已经深刻烙印着文学研究(也包括陀氏研究)
的中国化印记,当然这种印记是深受苏联文学批评

思维和方法影响的.这种情况就像之后涌入的心理

学、精神分析学、宗教文化学等研究理论,它们都在

一定的历史阶段极大地扩展了中国陀氏研究的学术

视域,丰富了观念、提供了理论武器.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之后涌入的研究思潮中,巴赫金的复调理

论对国内的陀氏研究影响最为巨大,它在对“二分

法”思维产生理念性冲击的同时逐渐地取代前者,占
据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直至今天中国陀氏研究的主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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